
思想战线 2013年第 1期 第 39卷 №. 1，2013 Vol. 39

城墙内外: 曲艺的都市化与都市化曲艺

岳永逸
＊

摘 要: 近年来，主流与非主流相声、二人转与二人秀的激烈论争，表明了人们关于曲艺
认知的混乱。作为因应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而生的 “曲艺”，可以打破既有的官民、雅俗、
大小传统等二元认知的桎梏，直面曲艺本身。在曲艺演绎的历史长河中，以厚厚薄薄的城墙为
界，城墙内外的曲艺分别有着 “媚下”和“迎上”的基本取态。这意味着乡野曲艺一直就有
的都市化历程。二人转和温州鼓词在当代不同地域的红火，预示着诸多乡土艺术再度繁盛的可
能，但必须首先让这些乡土艺术回归乡土。
关键词: 曲艺; 城墙; 都市化; 乡土; 艺术

一、大传统与小传统:

曲艺命名术的阴魂

如同现代汉语中的 “杂技”， “曲艺”这一
语词的能指与所指的定型是 1949 年之后的事情。
此前，并未出现一个与戏剧以及音乐等相提并论

的艺术门类。在旧京的江湖世界，虽然曾经长期
都有巾、皮、彩、挂、平、团、调、柳等多个行
当，但老北京人熟悉的 “什样杂耍”就包含了
靠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表演为主的各种表演门

类，说、学、逗、唱、耍、变、练、弹等全在其
中。① 也正因为如此，在 20 世纪前半叶，一个
靠卖艺为生的江湖艺人多数都是一专多能，并在

两个甚至多个行当之间游走，“反串”是那个时
代艺人跑江湖卖艺的常见情形和基本生态。张寿
臣不但相声说得好，是第四代相声艺人的 “门
长”，也是说书高手，一度还以说书为业谋生。
在学相声之前，侯宝林是学唱戏的。连阔如不但
说书有声有色，也曾算命为生……就是那些在北
京天桥、天津三不管等“杂吧地”② 露天撂地的
把势，因为先要“圆帘子” ( 招呼观者) ，也通
常练就一副好口才，其巧舌如簧的机警、风趣，
决不逊色于专业的相声艺人。
在 1979 年版的 《辞海》中，编纂者对曲艺

进行了如下界定:

各种说唱艺术的总称。以带有表演动作

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

情、反映社会生活。一般以叙述为主，代言

为辅，具有一人多角的特点; 多数并与民间

音乐、各地方言关系密切。演出时演员人数

较少，通常仅一至二三人。道具简单，形式

多样。中国曲艺历史悠久，唐代有说唱故事

的“说话”、 “转变”等，宋代 “说话”、

“鼓子词”、 “诸宫调”、 “唱赚”等曲艺形

式十分流行，元明清三代又出现许多曲种、

曲目。据解放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民

族、各地区有三百多个曲种，包括大鼓、弹

词、琴书、道情、牌子曲、快板、评话、相

声、好来宝、大本曲等。③

今天，国家、省、市、县 ( 区 ) 等各层级

曲艺家协会的工作内容、方式以及职责，就是由

这个定义规定的。但是，曲艺这个语词所限定的

外延———300 多个曲种，都是产生于以农耕文明

以及游牧文明为主导的，费孝通带有理想类型色

彩的但却被后人视为真实的 “乡土中国”。④ 虽

然这些曲种中的部分与昔日 “城墙里”的生活

有着紧密关联，甚至就源生于街头市井，但整体

而言，这些曲种与当下盛行的工业文明、科技文

明、信息文明和以这些为基础并引领人们生活的

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之间则少有关联。

中国昔日 “城墙里”的生活，本质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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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人从属于自然，是寄托着国

人生活情趣的乡土田园生活的集中体现。有着区
隔、防御、审美以及休闲等多重功能的城墙，不
但没有隔绝城里人生活与自然的关系，反而在一

定意义上强化了人与土地的关联。可是，经过近
两百年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各色精英的努力，当下

已经主导整个社会的都市生活方式，与昔日本土

固有的城墙里的生活已经少有关联，而是对仍然

处于强势的西方人生活模式的鹦鹉学舌式的翻

版、模拟。这种与现代性及其将人异化等种种弊
端相伴的，百余年来已经部分被西方人自己摒弃

的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脱离土地，将人搁置在钢

筋混泥土构筑的“石屎森林”中。①

因应这种乡土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型，② 人

们生活观念以及习惯的转变，不少曲种都已经发

生了不同程度的裂变以及衰变。这也是在保护、
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语境下，众多曲艺骤然间纷

纷成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内因，

曲艺也整体性地成为当下需要社会各界有意识关

注、帮助和扶持的对象。
诸如相声、二人转这样因为政治、明星、

“主流”与“非主流”传媒、资本运作等多种原
因，在当下还有市场而且似乎还在拓疆扩土的曲

种，仅仅将其视为是方言的、地方的、犄角旮旯
的土玩意儿，就有自欺欺人的蒙昧。正因为生存
使然的同一曲种的多元化发展，批评界、舆论界
也就有了真假、官民、主流非主流等或明枪暗箭
或针尖对麦芒式地面红耳赤地争辩、搏杀，甚至
政府都忧心忡忡、凝神闭气地侧目视之。③

骨子里，这些论争与从 20 世纪 50 年代来对
曲艺的命名、归类、定性紧密相关。即，关于曲
艺既成事实的命名，本质上源生于新生精英家天

下的世界观，是中央支配地方、官驾驭民、城市
凌驾乡村的强势群体的体位学。顺势，新生精英
将自己从乡土、民众剥离，进一步强化曲艺的地
域属性、方言属性、低等属性，使行动主体将之
拥有的曲艺的改造、提高内化为自觉。这种因应

新生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野，也出奇地巧合于学

界现在惯用也是滥用的雷德菲尔德关于大传统

( the great tradition) 、小传统 ( the little tradition)

的学术命名。④ 似乎自由、新锐、有思想的文艺
批评家们津津乐道的对于当下多种曲艺都市化现

象的“裸战”，皆未摆脱关于“曲艺”这一命名
艺术潜存的官民、雅俗、城乡、大小传统机械的
二元对立观念的支配。

二、城墙内外的媚下与迎上:
基于体位的曲艺新分类

如何使这些衍生于农耕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

曲艺更好地发展，这就首先涉及对称之为曲艺的

东西的本质再厘清的问题，并正视当下这些已经

在都市、新传媒有了自己一席之地的某种曲艺生
态的复杂性和发展的多样性问题。

我们不能对 “二人秀”、 “非主流相声”这
些已经既成的事实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掩耳盗
铃式地相信有一种静态的、乡土的、草根的曲艺
存在。在当代，统领一切的 “原生态”本身就
是个伪命题。⑤ 一度与“现代”对立并视为理所
当然的“传统”也已经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传
统的发明”、“传统化”等是更新潮的学术用语。

事实上，衍生于乡野或者说城墙外的曲艺进城并

非当下才发生。只要正视所谓的表演艺术在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中长期被视为是娱人，尤其是伺

候人、供人赏玩的基本处境，是处于边缘的，神
圣也神秘的 “贱民”行当，那么就会发现城墙
内外的 “艺术”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即，钱
钟书“围城”的比喻: 城外的想进来，城里的
想出去。⑥ 虽然这里的“想”需要打引号，但城
墙外的曲艺的 “迎上”与城墙里的曲艺的 “媚
下”的基本关系是不容质疑的基本体位。

城外的曲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尤其是赋予

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城 “迎上”是其基本取
态。当然，这种基本取态也是弱者谋求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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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略，既是“弱者的武器”，① 也是 “弱者的
权力”。② 只要细品当下仍在讲述、书写的众多
曲种起源的传说，就不难明白这种基本取态: 拉

大片 ( 又名拉洋片) 的起源会被追溯到唐代的

袁天罡、李淳风那里; ③ 太平歌词和双簧的得名
又会与“老佛爷”慈禧勾连起来，等等。④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近现代化历程的曲

折展开，城墙外的乡土艺术就大规模地开始了其

成功或者不成功地漫长都市化之旅，也催生着新

的市井娱乐。清末民初，所谓的 “怯大鼓”之
“怯”，就是当时有着优越感的皇城子民对京畿
之地以及更远乡村进京的 “土”艺术、方言艺
术的语音化塑造和污名化的结果。至 20 世纪二
三十年代，在老北京的杂吧地天桥，诸如落子、
大鼓等很多原本乡野的艺术、娱乐，经过适当的
调适后，在这个城市生存了下来，有了自己的观

众和市场。⑤ 1949 年后，包括曲艺在内的各种民
间艺术或者说俗文化，大踏步地开始了雅化、舞
台化、意识形态化进而也是都市化、官方化、合
法化与正统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后，多种传播手段的相继出现、娱

乐方式的多元、都市生活方式的提倡与强力渗透
等等，合力使得不同的曲艺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

势，或早或晚地都面临着是否都市化，是否要走

出国门以及怎样走出国门的艰难抉择。与此同
时，官媒精英、开发商、旅游部门、传媒等对
“原生态”幻象的打造，将安徒生 “皇帝的新
装”这一童话在中国落到实处。为了经济利益
和发展的愿景，仅仅是出于迎合都市人的想象与

幻觉的目的，不少曲种不需要进城，在原生地就

由传承者自己主动地完成了都市化进程，欢快地

加入到对声、光、色、电、排场、规模等扑朔迷
离但却空洞无物的舞台化效果的追逐之中，沦为

看似美艳实则颓废的“空壳艺术”。
反之，由于朝代的更迭、社会结构的变化、

不同文化的碰撞、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穷途者自
身求生存等原因，原本衍生于宫廷、王公府第等
城墙里的曲艺，也会身不由己地 “媚下”，向下
沉，走向市井、底层与边缘，回归乡野。如果

“媚下”有方，那么乡野、民间就会为这些 “落
魄”的城里的曲艺注入新的活力，使其日渐成
为乡野、底层、边缘与活力四射的，并在适当时
机再次跨越城墙的区隔———进城。 “安史之乱”

后，大量原本皇室、宫廷豢养的教坊艺人携其技
艺出走，散落陋巷、乡野、阡陌，不得不 “媚
下”，明显有别于“安史之乱”前的乡野精湛的
技艺或主动或被动地齐聚宫廷、教坊的 “迎
上”。⑥ 清末，乾隆年间开始在旗人中盛行的八
角鼓就典型地经历了落魄之旅。咸丰、同治年
间，八角鼓不得不跨越北京内城的城墙，走向外

城及乡野，并在相当意义上促生了现今的相

声。⑦

简言之，曲艺的都市化或都市化曲艺，既是

原本就衍生、传承于乡土的曲艺螺旋式前行的传
承史中的常态，也是传承曲线中的一个峰点或者

说临界点。

自然，在都市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当

下，在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要建设文化大国、

文化强国的言语呐喊面前，在政府将文化 ( 创

意) 产业定格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

的工具理性面前，所有的曲艺都比以往任何一个

时代面临着增产增收的 “创新式”传承窘境。

对已有经验教训的正视、总结，既有益于其他曲
艺的长远发展，也有益于对曲艺本质的认识。

三、二人转: 曲艺的都市化

当下多元并存的二人转可分为广场二人转、

剧场二人转、媒介二人转三种类型。⑧ 广场二人
转即依然在乡野传承的二人转，它与传统的

“熟人社会”相依为命，并满足了生活在东北黑
土地上多个异质群体的闲暇需求，出现在日常生

活的各个角落，诸如屯场、金场、煤窑、木排
市、江道、船口、网房子、烟麻窝、大烟市、蘑
菇园子、棒槌营子、大车店、铁道线以及胡子
窝，等等。⑨ 剧场二人转的盛行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但很快随着 “文革”的
来临和改革开放，国营性质的剧场二人转渐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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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较之广场二人转，剧场二人转与同期的多
种曲艺以及文化艺术一样，处于一种明显的规训

状态，多了对新社会、新时代、新人的歌颂和对
旧社会、旧时代、旧人的批判，少了对人之本欲
的关注和张扬，没有了民国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就

曾反对过的不文明的 “淫词浪调”。媒介二人转
则是指以电视、网络等传媒为主要依托的被视频
化的二人转。随着改革开放和媒介时代的来临，
“央视”对赵本山的依赖与在这个文艺娱乐资本
主义时代赵本山个人的明星效应，近十年来在

“黄色”警戒线上下游动，直面孤立、异己化个
体欲念的 ( 小) 剧场二人转，① 在东北甚至全国

与媒介二人转一道成燎原之势，助原本在东北的

炕头、田间地头、林场渡口等有限空间传衍的二
人转完成都市化之旅。
显然，就二人转的生存实态而言，这一兼顾

不同演出场所、不同演出形式、不同传播载体的
分类才是相对科学、客观与合理，也是充分反映
二人转这种曲艺当下真实生态的分类。因为在城
乡差别、东西差距、贫富悬殊仍然明显甚或加剧
的当下，能够广为传承、传播并显示出活力的曲
艺，必然是不同形式的，必须适应不同受众的口

味和欲求。尽管在不同的地域、面对不同的消费
群体，该曲种的某一种亚类占据着主导地位，但

要使哪一种亚类一统天下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这
些都使得对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曲艺都市化或者说

都市化的曲艺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仅仅固守乡
野、传统与过去，不但会主动舍弃曲艺研究的广
阔天地与前景，跟不上形势，而且还有着抱残守

缺，当然也夹杂浪漫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在工具理性左右一切的总体图景下，面向市

民的都市化曲艺，对演者从德与艺两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洁身自好、境界高远者，立足于民
族文化传承、振兴与弘扬者，在继承乡土文明、
顺应时势、推陈出新、娱乐大众的同时，必然会
为新型公民的塑造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

加瓦，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提升民族文化的品

味。唯利是图者则以 “我能把观众搞笑”的娱
乐至死的末世狂欢为诉求，自然走上低俗、媚
俗、庸俗的自毁之穷途。与此同时，对曲艺都市
化的引导、管理以及扶持，也就成为考验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行政能力的智慧与胆略的试金石。
但是，与时俱进的都市化曲艺是否一定就要

远离乡土、民众? 是否一定就要去乡音，除乡
韵? 政府在曲艺传承出现瓶颈的状态下应该怎样

作为? 可不可以有所作为? 换言之，已经与赵本

山两位一体的东北二人转都市化模式是否具有普

遍性、示范性? 其他的曲艺应该怎样发展?

四、温州鼓词:
离乡不离土的都市化曲艺

2011 年 11 月，浙江温州瑞安市获得中国曲
艺家协会 “中国曲艺之乡”的命名、授牌。温
州鼓词能够通过慎重的评估，最终获得命名、授
牌，在曲艺普遍不景气的今天，给了我们一个明

确的结论: 都市化的曲艺并不一定远离了乡土，

反而拉近了乡土与民众的距离，服务型政府的有

效作为和有文化情怀的商人，同样可以促进曲艺

的繁荣。换言之，传统曲艺及其传承者、科技文
明、服务型政府与眼光敏锐、着力于文化产业化
的商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会为曲艺在当下社会创

设出一种更为和谐的生态，体现出以乡土、乡民
为根基的曲艺的乡音、乡情与乡韵的基本特征。
瑞安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浓厚，经济发达，

温州鼓词在这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2011 年 8
月，笔者前往瑞安调研时，不仅仅看到在当地政

府特意安排的陶山镇碧山办事处横塘村文化活动

中心、玉海街道办事处西山鼓词馆和玉海街道湖
滨公园等地有火热的鼓词演唱，就连街边的修鞋

补鞋的鞋匠也播放着鼓词，怡然自得地听词补

鞋。虽然在演唱现场看到的观众多数是 “留守”
故里的头发斑白的长者，但这些观者不畏炎热、
前往听词的执着、痴迷，说明了温州鼓词在这里
不绝如缕的生命力。不仅如此，温州鼓词的传承
传播还远远超越了温州地界。从磁带、VCD 到
DVD，近 30 多年来大批量温州鼓词音像制品的
生产，使温州鼓词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温州人的足

迹传播到了大江南北，全球各地。而温州鼓词音
像化的产业发展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与温州人

的双腿迈出家门、走出国门同步。
因应时代的发展、审美趣味和观念的变化，

今天的温州鼓词涌现出了大量才色俱佳的女鼓词

艺人。这样，在温州鼓词的传承历程中，艺人经
历了从百年前的瞽者、数十年前的明眼的男性艺
人再到当下漂亮女艺人的整体转型。在人生仪
礼、岁时节庆等街道、社区的重大时日、特出场
域，处处都活跃着鼓词艺人的身影。一个红火的
鼓词艺人的预约合同常常得提前一两年签订，有

着在富庶的温州人看来也不菲的收入。不少有了
声名的艺人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走进了录音棚、录
像棚，任其音、像在鼓词的文化产业链上乘风远
航。也即，在物质生活充盈的今天，鼓词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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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的瑞安人娱乐、传递情谊、表达认同和社区
整合的主要手段，也是侨居外地的瑞安人连接乡

谊，在异文化中形成自我认同的主要方式。
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与瑞安市委市政府

的重视、引导和扶持密切相关。21 世纪伊始，
政府成立的鼓词保护研究机构，认真进行鼓词资

料的收集整理，开展学术研讨，出版 《瑞安曲
艺》辑刊。其次，政府指导性地开展曲艺惠民
活动。玉海街道办事处的西山鼓词馆已经成为政
府买单，定期免费开放的文化惠民品牌; 在瑞安

日报、瑞安电视台均设有 “温州鼓词”专栏;
瑞安市图书馆开设的 VCD 鼓词借阅窗口是图书
馆最为繁忙、红火的窗口。再次，政府积极组织
关于鼓词的竞赛活动，组织艺人、市民参与不同
级别的竞赛，组织鼓词进校园，还通过提供种种

便利条件推进鼓词音像制造产业的发展。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瑞安市市委并没有仅仅

停留在环境的营造等惠民的服务措施层面，它还

将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鼓词用来颂唱党的方针政

策，讴歌瑞安新时期建设取得的成就，倡导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将党课编演成鼓词借艺人之口讲

授、传唱。这一看似简单，实则韵味无穷的将鼓
词作为载体的“官方使用”，不但利用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了国策、方针、时事，寓教于
乐，而且使行政的力量制度性地为鼓词的传承传

播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而这一从延安时期就成功
的文艺宣传策略，显然在改革开放后被众多只瞩

目于经济发展的基层政府抛之脑后，仅仅是隔岸

观火式地为地方曲艺叫好或抱屈，并不 “以身
试法”，与民众共享地方文艺。
要特别指明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

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尤其是民间文艺，

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策略，洪长泰进行了

有意义的深度解读与阐释，其研究对象涉及木刻

画、年画、说书 ( 对韩起祥的改造 ) 、战争音
乐、秧歌进城、纪念碑的建造等多个方面。但由
于他的雄心是要从新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国政

治，因此也就过分强调其研究对象的政治意涵。
其实，英语圈的学者对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

民间文艺，尤其是边区文艺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意

识形态的偏见，不但简单地将大、小传统对立，
还过分强调政治的暴力和民众的被动性，而忽视

了相关艺术形式本身演进的必然性、民间艺人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就有的教化人的角色，以及

在国难当头的年代，民众对精英的部分认同与主

动合作。① 或者，没有偏见的对文化的解读是回
到文化和文化史长河本身。这里要再次强调，长
时段观之，中国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

也即所谓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始终是在互动中演进

的。居上位的精英阶层一直都在试图 “利用”
民间文化，也在身体力行地改造、影响着民间文
化，并无绝对意义上的纯粹的民间文化。如果是
从民间艺术精英化而非民间艺术政治化的视角下

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及其实践，那么认知

应该会更精准、客观些。②

五、结语: 让曲艺回归乡土

或许人们会认为鼓词兴旺的温州模式不具有

可复制性。因为温州人有走四方的精神，走四方
的温州人在他乡、在他文化的包围中有重新定位
和自我认同的内在需求，留守的温州人又有着优

厚的经济条件和闲适的生活。不可否认，这些确
实都是温州鼓词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当下兴旺的

特定土壤。但是，我们同样无法否认的是，在当
下的社会，藏民于胸，将民作为情感对象而不仅

仅是工作对象的服务型政府、始终有着文化需求
与创新动力的民众和有眼光也有文化良知的商人

三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是任何一种原本有着悠久

历史与人气的曲艺兴旺繁荣的基本条件。
遗憾的是，在全球化与文化强国的语境下，

当下的曲艺发展有着急迫地要远离乡土，走向他

者与外部世界的盲动。多数人热衷的是一举成名
天下闻的“大” ( 跃进) 发展。不言而喻，在曲
艺原生地没有很好基础的前提下，刻意迎合他

者、脱离传统、摆脱方言的改革与创新，是舍本
逐末的愚人做法。作为地方的文化、方言的艺
术、群体的生活，任何一种曲艺的繁荣都是以充
分体现其乡土味、方言味、土得掉渣的生活气息
为特色。将曲艺还归地方，还归于民，而非拔苗
助长式地硬生生地将其推向 “央视”、推出国
门，只有曲艺进城才是繁荣曲艺更合理、更长效
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曲艺都市化的良性发展才
有可能，都市化的曲艺才能大行其道，文化大

国、强国的建设才不是海市蜃楼。

( 责任编辑 洪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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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阅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忆与诠释》，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398 页注释 59。
当然，民间文艺的精英化抑或政治化，这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将另文他论。


